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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治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央苏区土地革命

再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３４）”（１５犢犑犆８４００２２）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本研究也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

２０１５年青年教师资助计划的支持。［犜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犚犲狊狋狌犱狔狅犳狋犺犲犔犪狀犱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

犆犲狀狋狉犪犾犛狅狏犻犲狋犳狉狅犿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１９２７－１９３４）”犻狊狊狌狆狆狅狉狋犲犱犫狔狋犺犲犢狅狌狋犺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 狅犳 犎狌犿犪狀犻狋犻犲狊 犪狀犱 犛狅犮犻犪犾 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狅犳 犕犻狀犻狊狋狉狔 狅犳 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狅犳 犆犺犻狀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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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犲狑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狅犳犆犺犻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犔犪狑．］

摘　要：１９３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查田运动第一次将量化阶级标准推行

到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后又沿用至１９４６年以后解放区土改和１９４９年以

后全国性的土改实践之中。以往学界对土地革命的研究，更多侧重于社

会动员论视角下的地方史解读，而对量化阶级标准缺少足够的关注。重

点关注前者的学者，往往又集中于单纯的政策讨论层面因而很容易陷入

意识形态之争。本文主要关注后者并试图以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重要历

史担纲者王观澜为考察对象，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其成长背景、教

育经历以及革命历程的详细梳理，呈现其特有的精神气质，并以此为基础

去勾勒其在土地革命中的“算阶级”的实践轨迹。同时通过再现置身于土

改运动中的共产党“技术干部”对待理论问题的“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

考察蕴含在共产党政权具体的土改实践脉络中的一系列内在局限，并尝

试去揭示这些局限的历史根源。

关键词：土地革命　阶级　算账派　实用主义　留苏派

·０４·



犙狌犪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犆犾犪狊狊犻狀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

犔犪狀犱犚犲犳狅狉犿：“犜犺犲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犆狅狌狀狋犻狀犵”犻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

犘犪狉狋狔’狊犔犪狀犱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

犕犈犖犌犙犻狀犵狔犪狀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犲犔犪狀犱犛狌狉狏犲狔犕狅狏犲犿犲狀狋（犮犺犪狋犻犪狀狔狌狀犱狅狀犵）犾犲犱犫狔狋犺犲犆犆犘犻狀

１９３３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犱犳狅狉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狋犻犿犲狇狌犪狀狋犻犳犻犲犱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狊犻狀狋狅犾犪狀犱狉犲犳狅狉犿．

犐狋犫犲犮犪犿犲犪狀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犲犱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犻狀狋犺犲狀犲狑犾狔犾犻犫犲狉犪狋犲犱犪狉犲犪狊犪犳狋犲狉１９４６犪狊狑犲犾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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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狅犮狌狊犲狊狅狀狋犺犲犪狉犮犺犻狋犲犮狋狅犳狋犺犻狊狇狌犪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犿犲狋犺狅犱———犠犪狀犵 犌狌犪狀犾犪狀．

犜犺狉狅狌犵犺犺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犪狉犮犺犻狏犲狊，犿犲犿狅犻狉狊，犪狀犱犼狅狌狉狀犪犾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犪狀犱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狊，

犠犪狀犵’狊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犺犻狊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犻狀狏狅犾狏犲犿犲狀狋犻狀狋犺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狊狋

狉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犪狉犲狋犺狅狉狅狌犵犺犾狔犲狓犪犿犻狀犲犱狋狅狉犲犪犮犺犪狀犪犮犮狌狉犪狋犲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狋犺犲

狆犲狉狊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犺犲狑犪狊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犾犲犳狅狉．犐狀狊狅犱狅犻狀犵，狑犲犵犪犻狀狊狅犿犲

犻狀狊犻犵犺狋狊狋狅狋犺犲 “狋犲犮犺狀狅犮狉犪狋狊”犻狀狋犺犲 犆犆犘 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犪狋狆犲狉犻狅犱犪狀犱狋犺犲犻狉

狆狉犪犵犿犪狋犻狊犿，犪狀犱犺狅狑狋犺犲犆犆犘狋狌狉狀犲犱犪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犪狀犱犻犱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犮狅狀犮犲狆狋狅犳

“犮犾犪狊狊”犻狀狋狅犪狀犪狆狆犾犻犮犪犫犾犲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狋狅犱犲犳犻狀犲狉狌狉犪犾犮犾犪狊狊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犾犻犿犻狋犪狋犻狅狀

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狊狌犮犺犪狆狉犪犮狋犻犮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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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一）引子

详细的检查了你们所决定的阶级成份调查表，里面所决定

的成份，极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是决定错误的，如有几

家应该决定地主，你们却决定富农，甚至决定中农，有一家应该

决定富农，你们却决定高利贷者，还有几家，对劳动力方面，表

上填得并不清楚，希望你们再调查决定。今为引起你们对于阶

级成份的决定应有慎重的与明确的注意起见，特将你们决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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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成份共计１０家并加以分析如下。（王观澜，１９３３犪）

上述引文出自王观澜在１９３３年苏区查田运动期间写给瑞金黄柏

区苏维埃政府的一封信，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瑞金黄柏区苏区

政府在划分阶级成分１方面所存在的“错误”问题并建议纠正。在这封

信２中，时任中央政府土地部秘书并直接受毛泽东委派在瑞金县叶坪

乡进行查田运动试点的王观澜，严格按照量化阶级标准指导乡村社会

的阶级成分划分。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将基于纯粹经

济与生产要素的量化阶级标准付诸革命的实践。３

１．关于本文中涉及阶级成分之“份”与“分”的问题，作为固定搭配，虽然《现代汉语词典》中两

个可以通用（涉及“成分”的，以“分”为主，“份”同“分”；涉及“身份”的，以“份”为主，“分”同

“份”），然而，专门涉及“阶级成分”时，现在一般的标准是用“分”。所以，在本稿中除了引用历

史文献的原文以外，原则上统一处理为用“分”。———编者注

２．这封信在收入《王观澜文集》的时候，题名为《应慎重决定阶级成分》，而且这封信是王观澜

和谢觉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着手搜集各地资料，准备为中央政府起草关于土地斗争中划分阶

级成分之文件的前期材料之一（《王观澜文集》编辑组，１９９４：２２）。

３．在查田运动之前，尽管赣南闽西苏区都进行了土地革命，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依照经济标

准进行阶级划分并未真正执行，也并不是彼时土地革命的内容（参见孟庆延，２０１４）。限于篇

幅所限，在此不再详细展开。值得一提的是，郭德宏（１９９０）也曾指出，查田运动的重要性就在

于提出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强调对各个阶级进行科学的划分。

４．尽管《怎样分析阶级》这篇文章公开发布的时间是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０日，然而，这却并非其

具体写作和成文的时间。毛泽东在１９３３年６月的《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代表

大会所通过的结论》中强调：从实际社会关系中正确地分析阶级的成分，是执行阶级路线的重

要部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而所犯的一切错误，必须迅速改正。要根据此次规定的标准（“怎

样分析阶级”）去解决一切实际的阶级成分问题，要在群众中普遍解释这个标准（毛泽东，

１９８３犫：２５４）。这说明《怎样分析阶级》这份有关阶级成分划分的文件在１９３３年６月的时候就

已经具备了雏形。

５．这两份文件中所规定的量化阶级标准一直沿用到解放区土改的实践中。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９

日，中共中央所做的《中共中央关于征求阶级分析的意见》就是以这两份文件为主要依据的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现代经济史组，１９８８：４３８－４３９）。

需要注意的是，王观澜在这封信中所依据的划分阶级成分的量化标

准，实际上就是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公开发布４的《怎样分析阶级》（毛泽

东，１９８３犪：２６５－２６８）和《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５（江

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１９８２：５１０－５２９）中所规定的

成分划分标准。这两份相继发布的有关土地革命中农村阶级划分的文

件，既存在着一致性，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此，我们以两者对富

农这一阶级成分的界定为例通过以下表１进行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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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９３３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阶级划分关键文献比较

文献名 关于“富农”成分界定的内容比较

《怎 样 分

析 阶 级》

中对富农

的界定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只有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

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后二种少数）。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良的生产

工具及活动资本，自己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之一部，有些还是大

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处或兼以一部分土地租

人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做生意及小工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但中国的

富农也当有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富农的

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并且是主要的（毛泽东，１９８３犪：２６６）。

《中央政府

关于土地

斗争中一

些问题的

决定》中对

富农的界

定

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劳动，叫做有劳动。

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

从事劳动但非主要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一）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

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故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二）规定全家中

劳动的标准人数为一人，如全家有数人，其中有一人劳动，这家即算劳动……

（三）规定劳动的标准时间为一年的三分之一，即四个月。以从事主要劳动满四

个月或不满四个月作为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分界（即富农与地主的分界）（江西省

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１９８２：５１０）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怎样分析阶级》（以下简称《怎》）

而言，《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对阶级成分的界定更为细致与精确，可以说是对前者的补充性说

明———例如《决定》更加详细地规定了农民的劳动与附带劳动，从而试

图更为精确地确定富农这一阶级成分。

这样一份规定详细的量化阶级标准，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从文章

署名上看，《怎》的作者是毛泽东，而《决定》则是毛泽东、项英与张国焘

三人联合署名，但我们却并不能就此认定上述三人是较早在党内推行

量化阶级标准的历史担纲者———在这其中，看似并不起眼的王观澜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怎》文是毛泽东以王观澜在瑞金县叶坪乡查田的经验后所起草的

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为基础修改而成的（朱杰、高军，１９８４：３０６），

同时，在《决定》的起草过程中，王观澜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当时，我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查田运动，搞了

叶坪乡查田试点，到各地区巡视，与谢老一道协助毛主席制定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王观澜，１９９４犪）

由是观之，王观澜是党内较早将量化阶级标准付诸具体的土地革

命与分田实践中的重要历史担纲者———即我们在本文中所谓的土地革

命中的“算账派”。我们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处境下投

入到这一革命实践中去的呢？更为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以王观澜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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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算账派”，究竟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又在具体的革命历程中形成

了怎样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倾向，使得他们能够将原本更多地只是在抽

象理论层面６上被思考的阶级概念真正在土地革命中付诸实践？在这

些细致的阶级成分规定、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以及革命的现实需要之

间又有着怎样的张力？这些构成了本文的核心问题。

（二）对既有研究的批评性回溯

在以往有关共产党土地革命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是在社会动员论

视角下讨论阶级划分问题的。伯恩斯坦（犅犲狉狀狊狋犲犻狀，１９６７）在其有关中

苏两国农业合作化的对比研究中提出的“参与式动员”这一概念，成为

社会动员论这一视角的重要理论资源，这一概念强调共产党政权在进

行社会动员时重视激发普通大众的主体性与参与性。

６．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孟庆延：《从“打土豪”到“查阶级”：赣南闽西土地革命再考察》，清华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限于篇幅所限，在此无法详细展开。

在社会动员论之下，李里峰强调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认为土地革

命通过阶级划分对乡村社会成员进行了重新的归类，并建立起一种新

型的政治等级秩序，进而将农民纳入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框架和治理

轨道（李里峰，２００８）；进而，他又用“运动式治理”这一概念理解土地革

命，认为包括诉苦、开大会等在内的土改动员实际上是一种虽难以纳入

常规化与制度化轨道但却又可以帮助国家迅速完成民众动员的社会治

理方式（李里峰，２０１０）。

郭于华、孙立平更为细致地把握住了“诉苦”这一土改中的权力运

作技术，基于对诉苦同整个农民的国家观念、精神结构以及革命的“心

灵后果”的整体勾勒，他们认为，诉苦实际上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种种

困难提取了出来，并通过“阶级”这种中介性分类范畴与将农民的日常

生活同“国家”、“社会”等一系列话语联系起来（郭于华、孙立平，２００５）。

概括来说，在社会动员论视野下，目前学界关于土地革命的讨论，

大多侧重于革命进程中阶级动员的过程、机制、心理后果与历史效果

（李康，１９９９；李放春，２０１０；李里峰，２００７；满永，２００９）。这些研究并没

有对阶级动员中的“量化阶级标准”给予充分的关注。

方慧容（２００１）在其文章中指出，量化阶级标准的出台实际上是建

立了一种新的叙述话语体系，将原本不同地区、不同情况的不可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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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建立在一个体系下，从而成为确定某成员在一个新的社会身份等

级下的身份与标识。黄宗智（１９９８）则用“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

来理解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他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客观阶级

结构与阶级理论中的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张力，由此，共产党领导的土地

革命是一个不断建构阶级结构的过程。以上，方与黄两人都注意到了

量化阶级标准，前者强调量化标准在阶级动员中的作用，而后者则藉由

这样一种张力关系来重新理解土地革命。但他们都没有提出这样一个

问题：量化阶级成分这一系列基于生产与经济因素的复杂标准，究竟是

由哪些共产党干部真正进行实践的？换言之，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苏

区革命时期，有着什么样的思想倾向与精神气质的技术型干部成为该

实践重要的历史担纲者？

在中共党史乃至近现代史的相关研究领域中，有关土地革命的讨

论涉及到了诸多层面，除了社会动员论视角之外，另一个重点是有关具

体土地政策的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其中固然涉及到了量化阶级标准

的问题，但是这些讨论往往局限于“左”与“右”路线斗争的讨论，例如郭

德宏（１９８８）认为查田运动属于“左”的错误，而温锐（１９９１）等也持有相

近的观点。秉持这种思路的讨论最后往往演变成对毛泽东等重要历史

人物是否属于“左”倾的讨论（余伯流，１９８１），从而难以摆脱笔者所谓的

“平反—正名”模式之窠臼（孟庆延，２０１３）。

也有学者并不满足于上述两种限于意识形态争论的研究取向。李

放春（２０１５）明确提出要摒弃革命史学研究中的政治意志因素，超越“经”、

“史”的对立而去探寻中国革命中的“道”。具体到土地革命而言，李放春

强调要超越“疑古”与“信古”两种取向，将整个土地革命的实践看作是一

个信念与实际相制约的复杂过程，并通过“释古”来把握其内在脉络。

笔者认为，若要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之内在

脉络并探寻其逻辑，那么我们需要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进行讨论———

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将焦点聚集在土地革命中的量化阶级标准这一环

节，并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党内原本只是理论讨论层面话题的量

化阶级标准，是被什么类型的干部推行到土地革命实践中的？与之连

带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是这一类的技术型干部，会成为推行量化阶级标

准的历史担纲者？

尽管目前的学术界并没有专门对量化阶级标准的实际推行者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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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类型予以具体考察，但是，在既往的革命史研究中，有关某一具体政

治人物或具有某种共同精神气质的身份群体的研究，同样可以给我们

很多启发。例如叶文心（犠犲狀犎狊犻狀犢犲犺，１９９６）对以俞秀松为代表的浙

江革命群体的研究，以及应星、李夏（２０１４）对曾天宇及其领导的万安暴

动的研究，都是通过对某一典型革命者或某一特殊革命群体的精神气

质的勾勒及其生命史的书写，来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某些历

史与制度演进的独特方向。应星（２０１５）的另一篇文章则具体深入到大

革命时期的江西地区，以学校教育为基本线索，具体考察了北伐前中国

共产党在江西地区的组织发展基础，并呈现了不同革命者群体所具有

的独特的精神气质。

综上，笔者尝试通过对以王观澜为代表的“算账派”的细致考察，来

呈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内的“计划管理”干部所具有的精神气质

与思想倾向，以及这一精神气质得以生成的社会土壤。在此基础上，我

们将对算账派以及“算阶级”本身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困境与问题进行

讨论。通过相关讨论，我们希望以“量化阶级标准”这一学界鲜有讨论

的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对“算账派”这一历史担纲者的集中梳理，去重新

理解发生在上世纪２０、３０年代间的借助外来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改造

中国社会的实践，进而去重新理解“算阶级”这一在革命实践中生成的

政治传统。

二、“托派嫌疑”：政治斗争中的失意人

在对以王观澜为代表的“算账派”进行历史溯源考察的时候，首先，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乃是下述问题：王观澜当时的历史处境怎么样？他

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参与到查田运动之中，并且成为毛泽东所发起并主

持的查田运动中的重要担纲者的？

王观澜在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事件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学

习，１９２８年９月转到苏联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王观澜，

１９９４：１３１）。１９３０年底从苏联回国，１９３１年初进入福建，主要负责

当时闽粤赣特委机关报《红旗报》的编辑工作（朱杰、高军，１９８４：

２９８）。同年９月到１１月期间，当时的苏区中央局由周以栗写信，调

王观澜到中央苏区负责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

（王观澜，１９９４犪：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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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王观澜的政治处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１９３２年夏秋

之际，王观澜被认定有“托派嫌疑”，当时的苏区中央局甚至有人主张开

除其党籍。王观澜由此开始受到隔离审查，其《红色中华》主编等职务

也被撤销：

八、九月间，一些人以《红色中华》发表的一则消息为借

口，向王观澜发难。后来又提出他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为首的

支部局的“问题”，说他有“托派嫌疑”。中央局有人主张开除

他的党籍，并把他关进中央政治保卫局。（朱杰、高军，１９８４：

２９８）

王观澜自己的回忆则讲述得更为详细：

我主编《红色中华》报，因为登了一个国民党大搞飞机捐

款的消息，题为榨取工农血汗，轰炸工农，他们硬说是吓唬了

群众，凭空抓我的辫子，强行在支部会上斗争，由于我据理力

争，一哄而开除我的党籍。因为有许多地方支部和土地部支

部不同意，上书中央，还将我隔离审查。（王观澜，１９９４犫：２９０）

７．临时中央对于苏区中央局的不满和批评，实际上远在１９３１年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就已经浮

现出来。在１９３１年８月，王明、古博等主政的临时中央发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

委的指示信》，信中严厉批评中央苏区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要求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

军总前委改正这些严重错误（中央档案馆，１９９１：３５５－３７５）。

８．在１９３２年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失去了对红一方面军的军事领导权，回到后方休养，没过

多久，新合并的苏区中央局就在中央苏区开始了对所谓“纯粹防御路线”（主要是邓小平、毛泽

覃、谢维俊、古柏）等人的批判，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毛泽东的支持力量（孟庆延，２０１５）。

这里涉及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王观澜缘何被攻击为“托派”？换

言之，王观澜在查田运动发轫之初究竟面对着怎样的政治情势？１９３２

年夏天，博古、张闻天等人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他们对苏

区中央局工作的不满日益加深，７这直接冲击了当时毛泽东在中央苏

区的领导权。在１９３３年１月，当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并且与

苏区中央局合并成为苏区最高领导机关之后，双方的矛盾愈发凸现出

来。８

在临时中央强势入主苏区中央局的的大背景下，尽管当时的王观

澜还并不属于“毛泽东的支持者”这一“派系”，但是只要我们对其前期

经历稍加考察就会发现，王观澜在留苏期间，和后来成为中央苏区实际

领导者的博古、张闻天等人产生过直接的矛盾与冲突———这就是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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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所爆发的中国留苏学生的“反对支部局”９的斗争。

王观澜在１９２９年初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且担任班长。不

久之后，便卷入了“反支部局”斗争。１９２９年６月１７日召开的持续十

天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全校党员大会，围绕当时旅苏学生的一系列问题

展开激烈讨论，其焦点就在于当时掌握着莫斯科中大的支部局所执行

的路线以及具体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根据王观澜的回忆，当时掌握支

部局大权的，就是王明与博古（王观澜，１９９４犫：２８８）。

９．所谓支部局，是联共（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内所设置的党组织，主要领导皆由联共（布）直

接指派其干部担任。

１０．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十天大会”召开的时候，张闻天已经到当时的苏联列宁红色教

授学院学习，并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张闻天本人和所谓的“王明宗派”没有

关系。一方面，尽管张闻天在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就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但是他一直参与中山

大学的各项工作。另一方面，从历史渊源来看留苏学生的政治斗争，无论是最先的“江浙同乡

会”，还是１９２７年中山大学发生的所谓党务派与教务派之间的斗争，张闻天都卷入其中，并且

基本都和王明采取的是同一立场（参见孙耀文，１９９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

组，２０００）。

１１．所谓“江浙同乡会”，是对早期留苏学生中另一起著名的派系斗争的称呼。简单地说是在

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２８年间发生的王明等人同俞秀松等人之间的派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王明将

俞秀松等人归结为“江浙同乡会”的小宗派团体组织，并大加批判。关于这一事件，已经有很

多讨论（其中代表性的可参见杨奎松［１９９４］），也是中共早期留苏史中重要的事件，但是考虑

到该话题在此并非属于讨论的重点，故不再赘述。

实际上，这样一种对支部局的态度是当时部分旅苏留学生对王明、

博古为核心的支部局控制下的整个莫斯科中大的“专制氛围”的反对与

不满的集中体现：

校方和支部局专注压制群众，置学校的教学任务、培养干

部的职责于不顾，使学校陷入辩论、争吵、斗争的气氛中。虽

然不开会的时候，教授们还来上课，但他们上课就来，下课就

走，对于学校的争论噤若寒蝉，谁也不敢问一声。在一片人心

惶惶中，学员们无法安心听讲、学习。正如陆定一后来所言：

这个学校天天搞斗争，同文化大革命差不多，要想学习是几乎

不可能的。（孙耀文，１９９６：２７９）

这场在中山大学校史上著名的“支部局斗争”最终以“十天大会”１０

的形式展开。这场斗争的后果非常严重，有的人被开除了党籍，有的人

则被扣上了包括“江浙同乡会”１１、“托派分子”等帽子。而在这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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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王观澜与王明、博古等人陷入激烈而紧张的对立状态中。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在查田运动发轫之时，王观澜也和

毛泽东一样，同处于政治场域中被排挤、受打压的境地。也正是在这样

的情况下，尽管王观澜和毛泽东本无任何交集，１２但却同样处于受冲击

的境遇。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观澜参与到了查田运动的实践中，进而承

担起了将“算阶级”引入革命实践的“历史担纲者”的重要角色。

１２．在查田运动之前，王观澜和毛泽东没有任何交集，而且可以确定的是，王观澜初入苏区

时，乃是属于项英领导下的一支力量。在１９３１年９月间，正是周恩来尚未到达苏区，而项英

主持苏区中央局全部事务的时期，当时的毛泽东正在主持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因此，调

王观澜进入苏区，负责中央局党报编辑工作，很有可能是项英的直接指示。

１３．１９１８年，浙江省第六中学划出师范科，设会稽道师范第三讲习所，１９１９年改为省立第六

师范，１９２４年，省立六师并回六中（临海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７：２１２）。

三、自治新风：省立六师及上海大学校风影响下的革命者

王观澜１９０６年出生于浙江临海，１４岁的时候进入北山小学学习

（中共临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１９８９：１６），１９２３年进入浙江

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以下或简称省立六师）１３。他在校期间加入共青

团，并于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开始担任共青团六师支部书记，不久转为中共党

员并担任党的小组长（王观澜，１９９４犪：１２９）。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之后，王

观澜离开临海。从表面上看，王观澜青少年时期在临海的经历似乎波

澜不惊。但值得注意的是，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正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从

传统的书院式管理向新兴学校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整体的教育

理念与风气、临海地方的教育思潮以及省立六师的学校风格，都潜移默

化地影响与塑造了王观澜的精神气质。

自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制以来，中国的教育制度就开始了其现代化

的进程。１９１２年通过的民国教育法高度鼓励学生自治的发展，并以此

作为培养国民精神的一部分。当时江浙一带是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地

区，其学生自治制度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学生广泛参与到包括教学、

图书馆管理、膳食等在内的学校日常事务管理中来；同时学校非常鼓励

思想上的独立与表达上的自由，并通过墙报、发行、结社等方式培养学

生的自由与独立人格。王观澜所在的省立六师脱胎于浙江省第六中学

（以下简称省立六中），在清末民初是临海地区的教育与文化重地，很多

·９４·

“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



临海地区有着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在省立六中担任教员，项士元就是

其中的重要代表。项士元在六中担任教员期间，鼓励学生自治，同时在

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响应，编辑《救国旬刊》，并多次组织游行集会（临

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１９８９：７０９）。

王观澜在其回忆文章中也明确提到，他在省立六师期间曾经作为

会计负责管理校友会的经费，同时还积极参与办刊等活动：

此时，在精神上又开始振作起来，做许多比较进步的活

动，阅读了许多比较进步书籍和杂志，启发了社会思想，逐渐

认识出路。出校刊叫《绿丝》，办壁报，宣传和组织同学活动。

（王观澜，１９９４犪：１２９）

王观澜所在的省立六师不仅有着深厚的学生自治传统，同时也是

当地马克思主义思潮重要的传播阵地。王观澜是在１９２５年经临海青

年团员陈学西介绍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和书籍，后来

经由陈学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王观

澜，１９９４犪：１２９）。陈学西即是省立六中的毕业生（台州中学百年志编纂

委员会，２００２：２４０）。在１９２５年暑假，陈学西连同林炯、李敬永等人在

临海建立了以“努力读书，改造社会”为宗旨的“乙丑读书社”（临海县志

编纂委员会，１９８９：７０１）。乙丑读书社主要是组织临海的青年学生阅读

诸如《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进而成为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临海传播

的重要阵地（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９２：４３）。

１４．张崇文也是浙江省立六中的毕业生（参见台州中学百年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０２：９）。

不仅如此，整个中共临海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也和省立六师密切相

关。１９２６年上半年，毕业于浙江省立六中，后到上海大学读书的张崇

文１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１１月，上海大学党组织按照中共江浙区委关

于“浙江之湖州、萧山、台州、海门……等处，当于最短期内发展我们的

组织”的指示，组织党员到各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迎

接北伐军的到来。张崇文受此重任，回到家乡临海。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在

张崇文的主持下，中共临海县特别支部成立（参见陈希镯，１９９２；中共临

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临海市档案馆，１９９２：８）。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临海地区的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实际上和

当时的上海大学密切相关。上海大学作为当时整个华东地区共产主义

·０５·

社会·２０１６·４



运动蓬勃发展的中心，不仅培养了一大批青年革命者，同时也对周边江

浙地区的党组织发展以及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

响。因此，对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上海大学的教育风格以及学校氛围稍

作一番勾勒，有助于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以王观澜为代表的临海革命

青年的精神气质。１５

１５．在此必需说明的是，我们试图勾勒出王观澜所处的具体历史处境，呈现他的整体思想状态

与精神气质。由此，我们需要通过理解王观澜所处的身份群体的整体风貌来理解王观澜的具体

境况。尽管从组织关系上看，王观澜和上海大学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联。但是上海作为当时中

国革命的中心，同时上海大学又构成了整个上海地方党组织的组织核心，其影响范围很大。以

至于临海最初的地方党组织也是上海大学的张崇文回乡之后建立的。由于当时地方党组织并

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组织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更多地靠类似于张崇文这样的革命者搭建起组

织与组织之间的关联；相较于组织上的领导关系更为重要的在于，上海大学在整个思想状态、工

作组织方式等方面通过某些具体的历史担纲者（张崇文）产生着影响。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阵地，很多中共

早期重要领导人都曾在上海大学任教。从整体氛围上看，“崇尚自由，

鼓励自治”是大革命时期上海大学的突出特点：

它［指上海大学］有个书摊，卖《新青年》、《向导》、《中国青

年》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书；它还有个学生墙报。这都是上海其

他大学所没有的。特别是活泼民主的校风，以及社会学系的

学生经常由老师带领去参观工厂和农村，这也是上海别的大

学所没有的。（黄美真、石源华、张云，１９８４：９４）

这一时期的上海大学，思想活跃，校方及教师们不仅鼓励学生自

治，并且给予学生充分表达的自由：

上大在平时的教学方面，特别着重于使同学“读活的书”，

使读书与生活（尤其是社会的、民族的）打成一片，所以在平日

有研究会的组织，师生之间的以诚相见的勤奋的研读与热烈

的讨论。（张士砋，１９８４：３２－３３）

这样一种崇尚自由与鼓励学生自治的总体风格，通过张崇文个人，

连同当时整体的社会思潮与教育风气一起，直接影响着包括王观澜在

内的青年革命者。这些影响反应在王观澜后来的革命实践中。

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王观澜在留苏期间参加过的反对“支部局”

斗争，这次反支部局斗争以及上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中国旅苏学生在旅苏

期间的遭遇与冲突，构成了我们理解王观澜为代表的在自治氛围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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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具有独立自由精神气质的青年革命者的重要历史场域。

实际上，所谓的反对支部局斗争只是发生在旅苏中国留学生中诸

多冲突中的一次。在此之前的１９２６年，中国留学生中也曾发生了有关

旅莫支部工作方式以及领导权限的大辩论，那次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

在于很多中国学生不满于旅莫支部限制并且反对中国留学生学习理论

和俄语的做法：

旅莫支部限制和反对理论学习和俄语，引起党员群众和

多数同学的强烈反对（孙耀文，１９９６：８２）。

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也曾提到：

我们未到以前，旅莫支部就流行一种口号，说：我们是来

这里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学做“学院派”。所谓训练就是

开会，批评；所谓学做学院派就是学俄文，看理论书。彭述之

公开说：“你们在这里时间很短，俄文又不容易学，好在中国同

学有俄文好的，理论好的，经验好的，我们从他们学习就够

了”。（郑超麟，２００３：１９３）

１６．１９２７年５月到７月间，随着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内部关于

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也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在争论中时任莫斯科中大校长的拉狄克卸任下

台，而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的中国青年革命者则展开了一场校内的教务派与党务派的争论。

当时“教务派”的代表人物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攻击党务派为“旅莫支部”残余，而党务派

则给教务派扣上了“江浙同乡会”的帽子。在这场斗争中，张闻天、沈泽民和王稼祥等支持党

务派；而随着米夫成为中山大学的校长，王明也在斗争中站在了支持党务派一边而攻击教务

派。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孙耀文，１９９６）。另一份回忆录材料也这样写

道：“１９２９年７月，中山大学（当时已经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发生了内部斗争，形

成了‘当权派’（王明、王稼祥、张闻天）、原‘江浙同乡会’派等好几个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与冲

突”（马员生，１９８７）。

１９２６年５月，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拉狄克宣布解散中共

旅莫支部（孙耀文，１９９６），学校虽不组织但却开始鼓励学生学习俄

文，然而１９２７年夏天再次爆发了中国留学生之间的所谓“党务派”与

“教务派”的争论，１６留苏的中国学生围绕诸多问题进行了一次又一

次的争论，这些争论后来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如果只是围绕

是否限制中国学生进行理论及俄语学习的话，那么，也不至于会在旅

莫支部解散之后再次出现这样的冲突，甚至愈演愈烈？实际上，除了

对待理论教育的态度上的分歧之外，更为重要的乃是当时以王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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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崇文为代表的旅苏学生对于在莫斯科的大学期间所遭遇的全面思

想管制、充满政治斗争的组织生活的反抗与种种不满，与王凡西在其

回忆录中所明确概括当时旅苏的中国留学生党组织生活的“毫无生

气”的氛围是一致的：

但是这个党部是毫无生气的，思想生活根本谈不上。所

行所为，有时简直无聊之至，譬如，为了一个姓朱的，由北京女

师大来的女生的三角恋爱，竟会开了几个晚上的全校党员大

会。这种作风，引起了最大多数的同学的反感。（王凡西，

１９８０：９６）

不仅如此，旅苏学生甚至连自己的自由学习时间都受到严格的

管控：

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很机械，每天下午五点到九点这

段时间没有充分利用。王观澜对同学鲁也参说：“我们每天晚

饭后将近四个小时都白白浪费了，应该建议学校让我们回教

室自习两个小时再回宿舍”。（朱杰、高军，１９８４：３０６）

１７．王观澜曾经对经历了严酷政治斗争的留苏学生的前途做过如下总结：清党以后，中大停

办，采取了四种方式处理，把学员一部分绕道欧洲回国，这是最稳当的一条路，像博古他们（这

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像我们这些人，所谓成份还好的，虽然犯了反对支部局的错误，但清党

委员会还是很重视我们的意见的，回国时，我们经过了“四站”“五站”，从满洲里到佳木斯。

……我们回国以后，经过上海，进入江西苏区。这是第二种人。开除党籍，但可以回国的，大

量的被公开地从海参崴用货轮送到上海。这是第三种人。再一种就是所谓“江浙同乡会”、

“托派”、“国民党”、“阶级异己分子”等等帽子加在他们头上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砍

木头。也有些被送到集中营去的。后来有几个人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和我谈，当时有些人把手

指都砍掉了。苏联把他们当成劳动力，年纪大了，同时也是时过境迁，才把他们送回（王观澜，

１９９４犫：２８９）。

如前所述，王观澜是在一种高度自治的教学氛围中接受教育，并且

受到五四运动以来自由民主的社会思潮的熏染与影响中成长起来的。

但是他们在苏联留学期间，却遭遇了与国内迥然不同的偏于严苛的学

校统治风格与教育氛围———不仅自身的理论学习的诉求得不到重视，

反而受到了全面的思想管控。而党内组织生活则主要围绕个人琐事进

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一种教育方式与组织方式，构成了当时留苏

学生间不断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而旅苏期间这些近乎残酷的斗争经

历，也为他们日后的政治生涯乃至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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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到民间去：革命熔炉中的实干家

如果说上文中所描述的自由、活跃之时代风气，只是勾勒出以王观

澜为代表的受上海大学学生自治传统影响深刻的总体精神风貌的话，

那么，王观澜身上凸显出来的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实用主义”倾

向，则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于“算账派”这一当时共产党内的计划管理干

部以及“算阶级”这一政治传统的理解。

对革命理论、尤其是对于苏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以王观

澜为代表的青年革命者充满着学习热情，他们都试图通过学习苏俄的

革命理论来解决当时中共面临的问题。上文已提到，当时的旅苏学生

对于理论学习的诉求是强烈而普遍的，同时他们又不满足于单纯依靠

“翻译”来学习这些理论，而是希望可以通过掌握俄语直接深入学习。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原汁原味”的苏俄革命理论的学习热忱并不意

味着以王观澜为代表的青年留苏学生希望成为“掉书袋”的理论家，与

之相反，他们实际上急切地希望可以学习到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具有指

导意义的知识。这从留苏学生对于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课程设置的不

满中可见一斑。王观澜就曾经指出：

我们希望改进教学……但感到讲苏联的东西太多了，不结

合中国革命实际，学了解决不了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因此，要

求改革学校的教学，希望增加一些适合中国情况的课程，如中

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中国革命发展情况和特点、中国革

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等等。但是，翻译们不把这些意见如实

地反映给学校当局，大家因此意见很大。（王观澜，１９９４犫：２８８）

上述引文表明，以王观澜为代表的留苏学生表现出了对于理论的

一种充满张力的态度，即笔者所谓的“对于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

一方面，他们对于苏俄经典革命理论充满了渴求与热忱，希望可以从苏

联的革命经验和马列主义革命原理中寻找到直接有用的救国良方，另

一方面，他们又对整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课程安排深感失望，整个课程

“讲苏联的东西太多”而“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

这样一种典型的思想倾向，又和五四之后的总体上的社会思潮

密切相关。在上世纪２０年代的中国激进知识阶层中，“到民间去”是

非常流行的口号，在社会层面上，这一口号具体转化为以当时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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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与革命青年所发起的包括平民教育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运动。

“到民间去”这一口号，最早是由李大钊在五四运动时期率先提出的

（２００６）。大革命时期上海大学的办学理念，也受“到民间去”思潮的

影响。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大学是当时中国

共产党最为活跃的地方。瞿秋白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

则担任总教务长一职。邓中夏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

所主持的上海大学，其整体风格除了崇尚自由、自治之外，还呈现出

鲜明的“致用”色彩：

大学生所吸收的知识和学问，决不完全在书本上，也不在教

授口中。但现在国内有许多大学生，他们的吸收知识学问的方法

如何？课堂、自修室之外，一步也不走开去，读书之外，一句也不

响；写笔记翻译字典之外，一动也不动。这样偏狭而死的方法，上

海大学的学生是不甘采用的。（施蛰存，１９８４：１５－１６）

“读活的书”是当时的上海大学重要的教育理念，学校并不拘泥于

刻板的课堂教学，而是鼓励学生们到社会上去从事各种活动，例如创办

平民夜校、公开发表演说等等，都在学校鼓励之列，并且成为学生日常

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简而言之，就当时上海大学总的教育风格而

言，“实践”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１８．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王观澜所在的浙江省立六中与省立六师，也是

在上述社会思潮影响下的新式学校。青年时代的王观澜，也热衷于参与这些社会活动与实践

活动：从１９２６年夏天开始，王观澜便率先在临海的东城小学创办了平民夜校（朱杰，高军，

１９８４：１１）；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当地共产党员秦龙、张崇文等发起的群众组织———“平社”的工

作（临海县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８９：７１７）。王观澜一方面如上文所说，有着学习理论的强烈愿望

与诉求，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名务实致用的实干家。

一般同学，特别是高年级的同学，知道吸收知识的方法不仅靠

在课堂上和书本上用功，而且还得从革命实践中去加强锻炼，要边

干边学，边学边干，才能学到真本领。同学们大多数是努力学习、积

极工作的，一天到晚，总是很忙。（黄美真、石源华、张云，１９８４：９５）

这些基本理念蕴含着强烈的“实用主义”思想倾向。同时，上海大学作

为当时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新式教育的核心，实质上构成了当时社会风气

与社会思潮的一个缩影，很多关心当时中国命运的青年学生便是在这种风

潮１８的影响下走向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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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杭州学生会工作大约只有两个月，从六月初起，直到

八月底离杭赴京去考大学为止。这一段工作对我的思想与生

活却发生了很多的影响。简单地说，它使我脱离了胡适之而

走向了陈独秀。这两个月间没有读什么书，整天忙的是工作，

然所得益，套句现成的话说，真是“胜读十年书”。大时代中炽

烈的大斗争，象只巨大的熔炉一样，把投入者身上一切不合适

的思想和感情于俄顷间焚化了，同时将你含有的（如果有的

话）某些较好的东西提炼了出来。（王凡西，１９８０：１１）

这样一种对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作为一种当时普遍的思想倾

向，影响着整个留苏学生群体。王观澜在回忆当时旅苏学生要求改选

支部局的具体原因时，就明确提到：

支部局已经到了早就应该改选的时候了。当时掌握支部

局大权的，主要是一些翻译，如王明、秦邦宪等。他们都是大

革命失败前去的，就是说，他们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去的。

我们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去的，做过一个时期地下工作，经

过了严重的白色恐怖的考验，吃了许多苦头。我们认为，翻译

们虽然懂俄文，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懂，又没有经过斗争的

考验，而支部局在学校影响很大，举足轻重，所以我们对这些人

一般都是另眼看待，不大尊重。（王观澜，１９９４犫：２８８）

在此，笔者无意从个人恩怨抑或权力斗争的角度去解读当时发生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支部局斗争。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非常明确

地看到，当时包括王观澜在内的旅苏学生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

们对于当时掌握支部局权力的王明、博古等人的批评与诟病，也主要在

于这些“翻译”并没有经历过国内残酷革命斗争的实践洗礼。

需要注意的是，１９２９年的反支部局斗争并非旅苏中国学生内有关理论

与实践问题的第一次争论。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及，在１９２６年有关当时

旅莫支部权限的斗争的一个导火索便是有关理论学习的争论。值得玩味

之处在于，在旅莫支部被撤销之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允许甚至鼓励中

国学生学习理论。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当时很多旅苏学生依然存在着很多

不满，甚至对于亲自给中国学生授课的米夫 ，同样流露出不满的态度：

最初他给我们以新鲜感，对他怀有应有的敬意，可是过不

多久，他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他对于一般的知识和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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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论都掌握得太少，使我们感到失望。他时常来给我们

做理论报告与政治报告，但显然他只是一架惯打折扣的传达

机，根本不能完整地把听来的东西传给我们，甚至他自己都不

甚了了，以至听者如果不懂而向他发问时，他多半只好支吾以

对，有时更坏的，还会摆点架子，怪你多问。（王凡西，１９８０：

１１）

我们当然可以从米夫本人的性格特点、授课水平乃至其本人的理

论素养层面来理解上述引文中涉及的体现在学生心中的这种不满情

绪。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前述引文中王观澜所提及的留苏期间的课程

“学了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一评价时，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种

长期存留于旅苏中国学生中的思想倾向：一方面，抱着实用主义取向的

青年学生，热切盼望着以苏俄革命的理论与经验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

题；另一方面，当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对理论的期盼落空时，并不会对他

们学到的苏联权威理论进行反思与质疑，而是将原因归结到授课方式

与授课人的身上。其中的吊诡之处便在于，这样一群青年学生，对理论

诉求和深信是源于他们的实用主义取向，而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

的实用主义倾向所产生的这种坚信，使得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

时，会放弃对所谓权威观点的质疑，也就失去了真正深入理解、学习与

检讨理论的可能性。在后文中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思想倾向是如何

在“算阶级”的查田实践中发生作用的。

五、计划管理：临海小城中的农村干部

从本质上讲，以生产和经济要素为核心的量化阶级标准的推行，实

际上是将产生于苏联社会经济土壤上的阶级概念稍加改造，进而实际

应用于中国乡村社会之中的实践。但是当这些阶级成分概念具体付诸

实践，并以此将处于具体社会历史中的农民重新分类的时候，理论与实

践之间以及概念与实在之间产生不适、紧张乃至矛盾，也就成为了摆在

政策执行者面前的难题。以王观澜为代表的革命者并不了解这种阶级

分析概念本身的源流与产生背景，也未曾反思这些阶级成分及其具体

标准在理论上是否存在问题及其与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张力。更

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在实践中，他们一方面严格按照具有客观标准的

阶级成分概念对查田运动进行指导与纠错，另一方面，也如前文中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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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那样，不断对过去的阶级成分的标准和界定进行着“修正”与“补

充”。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算账派”的实践方式，在本部分中，我们将

尝试勾勒王观澜本人精神气质的另一面向。

王观澜曾在其自述材料中明确提到学生时代担任校友会会计的

经历：

不久在学校斗争中，由于利用了学阀门内部的争权夺利

及他们影响下的学生闹分裂的机会，团结了一部分进步同学，

在校友会选举中，被选为会计，取得了校友会中的经费管理

权。为要把事情办得光明磊落，预防坏分子攻击，经常结算账

目，定期分布，取得了多数同学的信任。（王观澜，１９９４犪：１２）

尽管这只是王观澜漫长革命生涯中的一个短小片段，但它却提示

我们，应该注意从其早期“会计”经历的角度上去理解作为“计划管理干

部”的王观澜。由此，我们不妨通过王观澜所撰写的其他文章来进行更

为深入的考察。

１９３３年，担任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秘书的王观澜起草了《一

九三三年的春耕工作》这份文件，其中对于春耕计划与任务的规定，可

以用“事无巨细”来加以概括描述：

１９．这些都是苏区乡村社会中的农民组织。这些农民组织的主要作用，主要是协调农村中的

用水问题，协调农田的灌溉等农业生产事宜（参见朱开铨，１９９３：４）。

要增加人工。要发动群众在耕种过程中多犁田，多耘田，

多割田草，每丘至少要犁耙两次，耘三次，要做到田里无一寸草

……要增加肥料。除各种肥粪是会以外，要尽量割草铲草皮，

或挑塘泥去肥田，要发动每个男人多铲３０斤草皮，多挑３０担

塘泥，发动童子团每人多捡１００斤狗屎下田。（王观澜，１９９４犮：５）

从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其他有关农业生产的工作中，王观澜同样

以相对精密的量化方式对工作进行计划管理，甚至具体到了每人每天

拣拾肥料的工作量。这一计划管理的工作方式，显然与当时中央苏区

的具体农业生产状况并不相符———当时的苏区社会，在农业生产上仍

然以小农生产为主，尽管存在着基于宗族共同体关系而进行的生产上

的合作，并且存在着诸如“田村会”、“鸭婆会”１９等农民组织，但是这些

只是起到协调作用的组织，距离王观澜所主导的这种精确计划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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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制度相去甚远。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再仔细审视一下王观澜在苏区时期制定的《组

织犁牛站办法》一文，就更能进一步地理解他作为“计划管理干部”的工

作风格与精神气质：

五、犁牛站所有耕牛农具归全体站员公有。每个站员都

有借犁牛站的耕牛农具之权，但各人所借期限和数量多少一

定要分配均匀。六、每个借犁牛站的耕牛农具的站员，一定要

出租当租钱，为供给耕牛食料和修理农具以及津贴管理者相

当经费的用处。（王观澜１９９４犱：１１－１２）

纵观王观澜本人的成长环境和教育经历，不妨可以说在他真正进

入苏区工作之前，对于实际的农业生产耕作和农村生活并不完全了解，

也缺少实际体验。

王观澜家中“无田无地无房屋”，其父以手工刻字为生活主要来源，

有时兼营中医为辅；母亲则主要依靠做针黹或替别人缝纫洗涤而补充

家计不足。在王观澜的青少年时代，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农业生产和农

事耕作，也就是说，王观澜实际上是一个出身于小城镇的、既缺少直接

的农业生产经验又没有什么农村生活体验，在上学之前主要依靠“作小

摊贩度日”（王观澜，１９９４犪：１２７）的人。

由此可知，其拮据的家庭环境使他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以及节俭度

日的必要性，也使他养成了稽算的习惯和细致严谨的性格，从而为他日

后成为计划管理型干部准备了气质上的条件。总之，王观澜在后来具

体的革命实践中，常常用自己所擅长的计划管理的方式，思考诸如通过

组织犁牛社来解决耕畜数量有限的问题等。但是问题在于，上述引文

中所提到的譬如关于耕牛使用的“分配均匀”在现实的农业生产中却很

难实现———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是时令与节气，一年之中只有短短几天

时间是农业生产中必须使用耕畜进行劳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如何

可能确定各家使用耕畜的期限以及借用耕牛的先后顺序呢？

无论是从王观澜的个人成长经历、家庭环境，还是从他对于犁牛站

组织办法的设定，抑或是他对于春耕工作的计划，都表明他对于实际的

农业生产耕作和农村生活并不完全了解。那么，他又是如何将原来停留

在理论与意识形态层面的“阶级”概念，以可控制、可测量的客观标准的

方式落实到土地革命之中去的呢？这便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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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算账派之惑：算不清与不能算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勾勒了以王观澜为代表的“算账派”的如下思

想倾向与精神气质：一方面，他们坚信马列主义可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

际问题而对苏俄的革命理论抱有强烈的学习诉求；另一方面，他们又对

理论持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取向，这样一种思想倾向使得他们在面对理

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时会自动放弃对运用所谓权威理论的反思与检

讨。与此同时，这样一群在“五四”以来“到民间去”的社会思潮下成长

起来的革命者，本身就有着浓厚的自治取向而无法忍受权威的压迫与

思想管控，这些都已经在早期旅苏学生的一次次冲突与矛盾得到了充

分的表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精神气质以及

王观澜本人所具有的“计划管理”干部的理性特征，又同其在土地革命

中的具体实践以及实践中遇到的张力与问题有何关联呢？在对这一问

题予以回答之前，我们首先对“算账派”的革命实践做一简要回顾。

（一）算不清的阶级：清晰的标准与模糊的成分

在文章开头我们已经提到，王观澜在１９３３年７月份，曾经专门给瑞

金黄柏区苏维埃政府写过一封信，并在信中逐一分析当地苏维埃政府在

划分阶级成分中的错误。从其具体例证来看，王观澜判断阶级成分划分

正确与否的依据，实际上与《怎》中的标准相吻合。例如，在分析黄柏区

苏错划萧序皎一家的阶级成分时，王观澜详细例举了萧家的经济状况：

全家４人，本人附带劳动（本人革命时杀了）。自己有田

６２担，请长工耕３８担（请长工２代，到革命时止）。出租田２４

担（３６年）。木梓田３块。每年出木梓４０担。放债２１０毛。

管公堂２个，这２个公堂每年收谷２０担。收了３５年，过去曾

压迫人。（王观澜，１９３３犪）

王观澜如此判定阶级成分的依据主要在于，这家人有一部分土地

出租，同时又请长工耕种一部分土地，其家庭收入几乎全靠剥削为生。

但更为重要的在于：

不同的是本人附带劳动。但只是附带劳动，仍然应该决定是

地主，你们决定富农是不对的。因为富农是实际参加土地生产者，

只是附带有点轻微劳动的仍然不能说是富农。（王观澜，１９３３犪）

王观澜对于阶级成分的判定，基本上与《怎》文中的具体界定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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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地主与富农之间的主要差异就在于究竟依靠什么作为自己的

主要收入来源以及自己本身是否劳动。在这封信中，王观澜一共列举

了１０户“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人口、劳动方式、收入支出情况、

雇工情况等等。

限于史料的限制，我们无法还原这１０户“家庭”当时的实际经济状

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正使用量化阶级标准进行阶级划分，本身就

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任务———这些标准化的概念在与地方社会情况相

互对照的时候，出现了各种意料之外的状况。对于王观澜所做的阶级

分析，我们可以作下述讨论：

其一，地主与富农、富农以及富裕中农之间的差别往往是模糊而难

以精确判断的。在《怎》文中，地主与富农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劳动和

是否完全依靠剥削维持生活与生计。但是这一标准在现实社会中总会

遇到模棱两可的状态，也就是他所讨论的萧序皎与刘积何这两家呈现

的状态，这就需要对所谓“主要成分”进行判断。２０基于此，王观澜认定

这两家尽管并不属于“完全不劳动”的范畴，但却同时指出：

２０．《怎》文中明确规定：地主是指占有土地（不论多少），自己不劳动，或只附带劳动，专靠剥

削为生（毛泽东，１９８３犪：２６５）。

２１．还需要注意的是，王观澜的分析文章实际上只是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未在其中包含有文

化及地方性特征的意涵。即很多存在于原本乡村社会中的帮工、换工或者雇工行为，并非单

纯经济利害意义上的“剥削”二字可以涵盖的。特别是在宗族组织发达的赣南闽西地方社会，

很多帮工、换工乃至雇工行为都是同一家族内或者宗族内的“互助”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展开

的阶级分析与定性，实质上人为抹去了这一经济行为本身的社会意义。

只是附带有点轻微劳动的仍然不能说是富农。这种自己

有点附带的轻微的劳动，最大部分依靠剥削为生的小地主，在

中国是不少的。（王观澜，１９３３犪）

如果按照《怎》文中的界定进行阶级划分，在现实中必然大量遇到

类似的状况，例如在对刘启昌的案例进行判断时，最后的焦点同样在于

“究竟多大程度上是‘自己劳动’，而又有多少是依靠长工”（王观澜，

１９３３犪）。对于赣南闽西地方社会中真正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而言，在

缺少农业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很难单纯依靠自家的力量完成整个流程

的农业生产，这决定了在农业生产中存在着大量的帮工、换工以及雇工

的情况。因此，阶级分析在实践中几乎必然会出现“算不清”与“难以界

定”等一系列问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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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如果我们对上述分析作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在王观澜所认

定的属于“地主错划为富农、中农”的周宗仁、谢明泗、朱德蒙、钟同其、刘

芳洛、萧序皎、刘积何这几户，都属于人口相对较少的家庭。人口最多的

为萧序皎，有４口人；而谢明泗和钟同其家中更是只有１口人，几乎可以

算作是“鳏寡孤独”的类型。根据民国二十五年的经济统计，瑞金有农户

２７９５１户，农民１８８８２４人，平均每户人口６人（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统计

室，１９３９）。也就是说，那些依据田地占有关系和雇佣关系而确定为“地

主”这一阶级成分的家庭人口规模，低于当地平均农户的家庭人口规模。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反常”的“怪现象”。２２在宗族组织发达的赣南闽西地

方社会，人丁是否兴旺实际上是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在地方社会中是

否显要的重要标志。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地主”的农户，居然只有三四

口人，甚至有两户地主，全家居然只有“地主”自己一人。如果一个家庭

只有一口人，那么，如果不依靠租佃与雇工，他几乎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

量完成农业生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王观澜所依据的阶级标准以及由此

而展开的阶级划分本身，几乎必然会与地方社会的具体情况产生矛盾。

２２．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史料所限，我们无法判断相关经济史料中究竟如何确定“一户”的范

围，同样，我们也无从知晓王观澜所确定的“家庭”的具体内涵。

２３．在《决定》中，这样的解释与澄清比比皆是。例如对于另外一个容易引发争论与模糊的所

谓“富农”与“富裕中农”之间的界限，《决定》如此表述：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

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在某些情

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

者，仍以富裕中农论（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１９８２：５１２）。这样的规定

看似详尽，但是紧接着就面临着什么是“轻微”剥削的问题，由此《决定》又通过分别界定“剥削

时间”和“剥削分量”来“解决”这一问题：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

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

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在某些情形之下，剥削分量虽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

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不是富农，而是富裕中农（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

校党史教研室，１９８２：５１４）。

在瑞金黄柏区的查田尚且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我们就能够理解

为何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公开发表的《决定》这份文件对各个阶级成

分的规定更为细致———它作为一份补充性说明，主要围绕具体的阶级

标准究竟如何进一步“量化”而进行了“技术性讨论”。例如在《决定》一

开篇就对“附带劳动”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２３从而试图将区分富农与

地主的标准变得更为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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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再回到前文所述王观澜本人对于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

这一思想倾向以及其计划管理干部的特质，就会对他尝试将标准制定

得更为细致精确以解决土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这一系列作为有更深切

的理解：

２４．从１９３０年７月开始，共产国际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文件，这些共产国际的决

议文件认定当时的中国革命浪潮处于新的高涨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投降

派成为了主要任务，而具体到土地革命而言，反富农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共产国际的这一

系列文件正是通过王明、博古等人引入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的。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底开始，王

明写作了《两条路线底斗争》一文，将过去苏区的土地政策归结为“富农路线”的错误，而１９３１年

２月与８月苏区中央局所作的两份反富农决议，贯彻的也是这一共产国际的基本精神。

２５．随着苏联集体化运动的开展，苏共开始强调实行“进攻富农”的基本政策。例如在１９２８

年底的土地法令中就提出剥夺富农村社大会上的表决权与被选举权，而在１９２９年６月通过

的联共（布）中央《关于组建农业合作社的决议》中，则明确提出剥夺富农在村社大会上的表决

权与被选举权。到了１９２９年底、１９３０年初，当时的苏联开始了全盘集体化运动。在此背景

下，斯大林在１９２９公开提出了“消灭富农”的口号，强调要从过去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

渡到消灭富农的政策（沈志华，１９９５）。

２６．沈志华对苏联富农的研究表明，在苏联本身的革命进程中，“富农”这一概念本身就模糊

而充满争议，并且随着整体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最初，富农更多地指涉的是

在苏联社会中以落后的经营形式和重利盘剥相联系的企业主、收购商和高利贷者，而随着苏

联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这时候的富农概念明显扩充，而指代表农村资产关系（生产、商业、借贷

等方面）的农民（沈志华，１９９４）。

其一，王观澜接受了共产国际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对阶级概念的基

本界定。例如，在《怎》文中对“富农”成分的界定，尽管相较之前有了更

为细化的规定，但是这一界定的核心仍依循着１９３１年２月苏区中央局

第九号通告《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基本精神，即依照“剥削关系”

而非财产多寡来确定阶级成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

经济史组，１９８１：４９８）。这份文件大体上可以推断是依据当时共产国际

的相关文件而制定的。２４但是考虑到王观澜本人出于理论的实用主义

倾向，或许他并不会去追索依据“剥削关系”为主来界定阶级成分的深

层原因，也不会探究当时的苏俄自身是基于怎样的历史状况而提出“反

对富农”政策的，２５进一步说，甚至都并不明了当时苏联本身语境下的

“富农”的具体所指。２６由此，也就放弃了从根本上对“权威理论”的质疑

而只是在技术上做出修正。这些阶级概念在其引入中国革命并且直接

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时候，只是保留了“剥削关系”这一核心要素，而抛弃

了其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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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同时也决定了王观澜不会只借助一个

空壳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概念去解决当时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

也不可能满足于仅仅是将阶级划分局限于理论的讨论层面。所以，他

必然要到乡村社会中去寻找“答案”。由此，才会有依据叶坪乡的查田

运动试点经验所写成的《怎》一文。这其中对各个阶级成分的界定虽然

已经不再如空洞而抽象的“剥削关系”那么简单，２７但其基础逻辑依然

是试图将整个量化标准界定得更为精细以利操作。正是怀着这种针对

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强烈的济世情怀的实用主义倾向，我们才能去理解

在《怎》这篇文章之后不断的调整和改进———当这些阶级成分的界定与

现实的遭遇出现冲突与张力之时，王观澜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但

是，这样一种越发精细化的调整本身，又因为王观澜本人对乡村农业生

产的陌生而愈发与现实产生张力。２８同时，这些调整和补充，并不触及

阶级成分区分的根本原则，也不涉及对基于苏联社会历史状况而产生

的阶级概念及其背后理论的质疑与反思。王观澜所做的，只是尽可能

地将阶级成分界定得更为“细致”，在这个意义上，王观澜作为“计划管

理”干部的特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２７．例如在分析剥削方式上，“管公堂”也被看作是重要的剥削方式。此外，地主、富农之间的

区分，则在于自己本人是否劳动以及“剥削”所获得收入在其生活来源中所占的位置。这些都

是明显区别于苏联原生的阶级概念。

２８．但是正如我们前文已经提到，王观澜本身是一个出自小城镇的刻字匠人家庭，他本人对

农村生活与农业生产并非十分熟悉。

（二）“不能算”的阶级：“地富”的反攻与斗争的延续

这样一种将量化标准不断进一步细化的方式带来了另一个棘手的

问题：既然是“算阶级”，既然是如此复杂的阶级成分内涵，那么，就需要

一个个具体的干部来将这些复杂的标准真正在乡村社会中予以落实与

实践，显然，不具备一定文化知识水平的普通农民不可能完成这一革命

任务，这一困扰给革命实践带来了更为现实的问题。

１９３４年３月１４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出的第一号训令，即

《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明确写道：

上届人民委员会为了纠正过去查田中一些过“左”的倾

向，发表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显然是正确

的。但在决定发表后，各地查田运动中又发生了许多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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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许多地方苏维埃政府竟抛弃了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工

作，而忙于“纠正”过去在查田运动中甚至在查田运动前的一

些过“左”的错误，并且给了地主、富农以许多反攻的机会，地

主、富农也利用《决定》中一些条文（特别是第一、第二、第三三

条）大施活动，企图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拿数字的玩弄，

来夺回他们过去所失去的财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１９８１：７７０）

既然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发布的《决定》已经对之前阶级成分划分中的模

糊之处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补充，理应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将“算阶级”

进行到底才对，那么，缘何会出现上述引文中所讲的“玩弄数字”这一问

题呢？换言之，为什么《决定》的发布与执行反倒给了地主、富农以“反

攻”的机会呢？

王观澜在１９３４年３月２０日发表的文章中也这样写道：

最明显的例子，是胜利与瑞金隘前区。在胜利县，原有地

主八百一十家，富农七百六十六家，共有地主、富农一千五百

七十六家。查田运动中，共查出地主一百九十六家，富农三百

四十家，即共查出五百三十六家。而此次“算阶级”的运动中，

却连原有的共改了九百四十一家、即比查田运动中所查出的，

还多四百零五家。瑞金的柏地乡原有地主二十一家，几天内

就改了二十家，江背乡原有地主、富农五十家，两天就改了三

十三家。（王观澜，１９３４犪）

除了上文中已经提到的理论概念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之外，更

为具体而现实的原因还在于“算阶级”本身的内在要求就是执行“算阶

级”实践的地方干部要能够明白包括“剥削分量”、“附带劳动”等在内的

一系列复杂概念。这显然是一个不低的要求。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程

度与知识水平的人，才真正有可能理解这些概念并切实展开“算阶级”

的实践。那么，乡村社会中究竟哪些人有可能承担这样的角色呢？往

往正是阶级成分中的“地主”、“小地主”以及“富农”，才具备这样的知识

与条件。毛泽东早在１９３３年６月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

大会所做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到了这一问题：

这里地主富农的公开的反革命斗争，已经在第一个时期

被革命群众打败了，他们中间的许多分子，就从那时候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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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一变，把自己的反革命面具取下来，带上革命的面具，也赞

成革命，也赞成分田，自称贫苦农民。照例应分土地。他们积

极的活动，凭借他们历史的优点，“话也是他们会话，写也是他

们会写”，所以他们就在第一个时期中乘机偷取土地革命的果

实。（毛泽东，１９８３犫：２４４）

“话也是他们会话，写也是他们会写”，一语道破了“算阶级”运动

转而成为“地富反攻”机会的关键所在：共产党的革命者引入了一整

套有着复杂内涵的阶级成分概念，以此来对生活在以宗族分化为基

本特征的赣南闽西地方社会中的普通农民进行再分类并重新定义他

们的社会身份；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身份的重新定义深刻地改变了地

方社会既有的秩序与个人命运，被认定为“地主”、“富农”的人们，不

得不接受革命的审判，并以巨大的代价适应这一社会身份的被认定。

因此，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决定》的发布与实行，表面上看是希望通

过进一步细化的方式来澄清之前阶级分析中的诸多模糊之处，但在

现实中却给查田运动中因为各种原因而被划为“地主”、“富农”的社

会群体提供了“翻供”的可能，也才会出现王观澜所描绘的下述历史

画面：

过去查田运动不正确，有许多公报私仇，把贫农、中农当地

主、富农打，现在要照秤了……写数、看水、摘菜等都算主要劳动

……填表要地主、富农在旁边填写……等。（王观澜，１９３４犪）

经历了这样一场革命实践的王观澜，也终于发现，单纯依靠量化阶

级标准并不足以完成土地革命进而实现社会动员，不仅如此，算阶级的

实践竟然还同时陷入了“算不清”与“不能算”的双重困境。在这个意义

上，原本严谨的计划管理干部王观澜也终于写下了下述文字：

要反对那种不经过组织上的动员，不经过群众路线，简单

的将改了阶级的成份，宣布全部照旧复回地主、富农的官僚主

义办法……同时也要反对简单的依据阶级成份表，做决定复

回与否的唯一标准。（王观澜，１９３４犫）

七、总结与讨论

（一）算阶级：政治、政策与组织技术

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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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

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

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

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毛泽东，１９８２：６）

在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曾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在

该文中，他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工作与阶级估量的重要意

义。如上述引文所述，调查工作的核心目的在于“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

关系”，进而“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从而区分革命斗争中的敌人与朋

友。２９不止毛泽东，陈独秀（２０１０）、瞿秋白（１９２７）都曾在自己的文章中

专门对阶级问题进行过具体的讨论。在此，笔者无意对比这些讨论的

具体异同，而主要是要强调：阶级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

践而言，既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问题，同时还关乎革命的具体策略，

进而还关系到共产党革命的具体历史效果。

２９．实际上，毛泽东早在１９２６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谁是我

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中国革命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１９８３犮：１６１）。

３０．周恩来（２０１５：１０５４）１９４４年在回忆“六大”时指出：“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

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

其一，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而言，阶级分析与阶级调查

首先关系到革命的政党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进而关系到对

当时的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至于对革命性质的判断，又会关系到革命

的动力３０以及具体的方针与策略的认知。无论是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

性质，还是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内都曾经在不同时期

产生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直接关系到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究竟依靠社会中的哪些群体、反对社会中的哪些群

体这样一个根本的策略与战略问题。

其二，阶级分析与阶级调查是革命的重要政治问题，同时还将阶级

斗争的观念深深植入当时的中国社会之中，进而产生了复杂而广泛的

历史后果。李泽厚（２０１５：１５２）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有着各个方面的

丰富内容，但真正影响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革命者，进而直接

实际支配他们行动的，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

说。应星（２０１６）也明确指出，阶级斗争观念的复杂性构成了中共政治

路线的重要配置要素。阶级斗争不仅仅是观念，更是具体的策略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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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革命不断运动前进的核心动力，尤其就阶级斗争的前提而言，正是

毛泽东所言的“区分敌人与朋友”。

由此，阶级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策略问题。那么，中国共产

党人究竟是如何划分阶级的呢？在这样一种阶级成分划分的过程

中，又都形成了怎样的政治传统与组织技术呢？这些政治传统与组

织技术都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历史效果呢？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以

王观澜为代表的“算账派”及其“算阶级”的实践的考察，针对上述问

题进行了初步的论述。

在李泽厚看来，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毛泽东，他们所做的阶级分

析，其“着眼点和着重点并不在各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历史位置

的具体科学考察；不在对中国社会作严格的结构性的阶级阶层分析；

不在以比较严密的数量统计为基础的所有制和财产分布的描述研

究，而主要在描述各阶级在当时经济特别是政治上的处境、状态和它

们在经济特别是政治上的态度和可能性”（李泽厚，２０１５：１５３）。这一

说法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阶级分析的一个重要面向，也正是由此，才出

现了黄宗智（１９９４）所谓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背离；但

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当阶级分析落实到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去的时

候，以王观澜为代表的技术型干部试图从生产与经济的角度对乡村

社会的各个阶级成分进行详细而细密的规定，并且在具体的土地革

命实践中加以尝试和推行，这样一种源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央苏区

查田运动的尝试，一直延续到１９４７年以后的新老解放区土改中。通

过全文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以王观澜为代表的“算账派”及其“算阶

级”的革命实践，和他们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及在具体社会历史处境下

所形成的“实用主义思想倾向”有着密切的关联。基于此，他一方面

尝试将这些原本限于“政治”与“伦理”层面的阶级成分概念落实到具

体的结构层面，另一方面，又正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产生了难以彻底解

决的矛盾。

（二）算账派：理论、实践与技术型干部

来信收到。你的意见是对的。

中国党内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

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

的专门研究。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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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

为“学院派”，而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似乎认为只要有

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

到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

长期的埋头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这种意见，与当时

某些党员的另一种意见，即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

真正的学院式研究对抗着。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刘少

奇，１９９１：２７１）

上述引文出自刘少奇给宋亮的一封回信。３１其中呈现出的是在中

国共产党早期对待理论问题上的分歧。在本文对土地革命中“算账派”

的梳理与讨论中，对理论的态度也成为理解以王观澜为代表的共产党

技术型干部的精神气质与思想倾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３１．宋亮，即孙冶方。在１９４１年，当时在华中党校担任教员的孙冶方曾致信华中局最高负责

人，询问在中共党内是否在陈独秀时代就有轻视理论教育的倾向。此信即为刘少奇对孙冶方

的回信。

王观澜是在“五四”之后开始流行的“到民间去”这一社会思潮中

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加上当时学校教育中又注重对学生自治精神

的培养。浙江省立六师又因为各种学缘、地缘关系的影响，受到当时

上海大学师生们一以贯之的自治精神的极大熏染；尤其是王观澜所

在的浙东地区，历史上曾形成了浙东朴学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更是

清末民初新思潮传播得广泛而深入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地方士绅尤

重启发民智，而培养青年学生的自治精神就成了启发民智的重要手

段。这些都造就了这一地区青年学生对于自治的强烈诉求以及对于

权威与思想管控的反抗，这点在早期旅苏中国留学生中所爆发的冲

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通过研究我们看到，早期留苏学生群体中曾

经出现过因为不满课程安排上对理论教育的限制而产生的学潮与冲

突，但是在改变课程设置之后，留苏学生的不满依然在蔓延与不断爆

发。由此可以说，早期留苏学生所反抗的，本质上乃是对来自莫斯科

及其联共（布）控制下的旅莫支部以及支部局对自己的全面的思想

掌控。

其二，王观澜身上所具有的另一种典型的思想特征，笔者将其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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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王观澜所在的临海属于浙东地区，自清

代以来这里渐渐形成了浙东朴学这一重要的学派，该学派突出的特点

在于强调从实然出发的基本治学态度；而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在浙东一

带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浙东地区的士绅以及基本的学术思潮都有着

鲜明的济世情怀，同时又超越简单的狭隘功利主义。３２这些在王观澜的

经历及其革命实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王观澜

为代表的青年革命者对马列主义深信不疑，实际上源自他们对这一理

论具有所谓的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有用性”的坚信，而一旦他们在学

习与实践中感受到两者之间的张力，他们又很容易从根本上回避对理

论的检讨以及进一步深入理解外来学说的可能性，转而或者在其他方

面寻找原因，或者在具体实践中进行修修补补以解“当务之急”。这样，

这就形成了他们身上独特的实用主义思想倾向：因为实用而对权威理

论全盘接受；同时又因为缺乏实用性而轻易地放弃对所谓权威理论的

彻底的质疑与消化。３３在这个意义上，尽管王观澜等人曾经在旅苏期间

表达过对限制理论学习的不满，但是由于这种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他

们恰恰属于如刘少奇所说的“实践派”而非强调苏俄理论的“教条

派”。３４同时，还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对待理论的“实用主义

倾向”背后，更突显出一种当时革命氛围下的关于理论与实践的“抽象”

的思维方式：对于出自当时苏俄具体历史经验的量化阶级成分的理解，

王观澜等人采取了一种“抽象”的理解方式进而全盘接受；而当他尝试

将其落实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之中的时候，面对这一整套阶级标准与当

时苏区乡村社会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又采用了另一种“抽象”的方式来

进行处理与解决———即仅仅尝试将标准区分得更为精细而并非对这一

标准本身进行必需的反思。

３２．关于清代以来浙江地区的学术传统与士人风尚的演进与变化，本身就是浙江区域社会史

与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具体可参见侯俊丹（２０１４）、杨念群（２０１１）、郑吉雄（２００４）等。

３３．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王观澜一个人的思想倾向，而是当时青年革命者的一种普遍状

态。具体还可以参见王凡西（１９８０）所著《双山回忆录》中王若飞的例子。限于本文篇幅所限，

在此不再展开，笔者将另文论述。

３４．与此相对，张闻天、沈泽民等在莫斯科的中共“红色理论家”则构成了毛泽东在延安整风

期间所批评的“教条派”的主体。

其三，王观澜本身并非出自农村，而无论就其在学校期间所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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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自治工作来看，还是就其本人在进入中央苏区后负责具体的

农村工作来看，王观澜身上都呈现出了“计划管理干部”或者说技术

型干部的典型特征。他们依据理论原则展开具体的操作与实务工

作，而王观澜这样一个当时并不非常熟悉农业生产与农业耕作的干

部，在划分阶级成分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其基本理解在于标准本身

不够精确与细致———由此，我们就看到了量化阶级标准在具体的实

践中会被不断予以精确化，然而这种精确最终不但没有使问题迎刃

而解，反而更进而将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带入到了“算不清”与“不能

算”的困境之中。

（三）余论：一个延伸性讨论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想做两点简要的延伸性讨论。

第一，在旅苏留学的早期，学生群体最初究竟为什么会受到理论

学习的限制以及受到思想乃至生活的全面管控？中国留学生的旅莫

支部并非完全独立于联共（布），而是受中共中央的领导。但是，既往

的研究没有注意到，旅莫支部的负责人罗亦农和彭述之本身都已是

联共（布）党员，因此联共（布）实际上是通过在旅莫支部内部的联共

（布）中国党员发出指令以控制旅莫支部。此外，旅莫支部的最初冲

突爆发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时期，而东方

大学则是斯大林统治风格下３５的产物———强调纪律，服从于实践而

轻视理论教育。３６由此，这样一种早期留苏派学生的反抗，实际上是

在自治氛围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对苏联斯大林式的统治风格的不

适应与反抗。

３５．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莫斯科东大原本有着不同的统治风格，原本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

的拉狄克与斯大林有着不同的革命与学养背景。在１９２６年处理旅莫支部问题上，拉狄克批

评并谴责了莫斯科支部领导人的管理与工作方式，进而宣布解散旅莫支部（盛岳，１９８０：１２６）。

在１９２６年４、５月间拉狄克宣布撤销旅莫支部之后不久，米夫接替拉狄克成为莫斯科中山大

学校长。在一定意义上，米夫实行的乃是和斯大林同样的统治风格。

３６．１９３８年斯大林提出要改革党内的宣传教育方式，指出党内流行的方式是小组式学习，党

员很少直接阅读理论书籍（斯大林，２００２：６４４－６４５），也可看出何谓斯大林式的“教育风格”。

第二，关于“江浙同乡会”的再理解。上文已经提到，关于负笈莫

斯科的旅苏学生初期的政治冲突后来演变为严重的政治斗争，即“江

浙同乡会”事件，既往的研究者往往从政治斗争与派系斗争的角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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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一冲突（杨奎松，１９９４犪；１９９４犫）。但是如果我们对留苏派历次

冲突中的不同群体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与派系

所负载的文化内容和精神气质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所谓的反对

“支部局”斗争中，王观澜、张崇文构成了挑战支部局权威的一派。这

两个人在学生时代都有着开创平民学校、办壁报等丰富的经历，同时

又具有高度的自治和自主精神，这和他们所经历过的上海大学以及

浙江省立六师的整体风格密不可分。相对于王观澜等人，张闻天等

则并不具备如此强烈的自治意识，他出自理工类学校（南京河海工程

专门学校），学校本身并不像上大或浙江省立六师那样是学生运动的

中心，与此相对，他们出自江浙一带的杭嘉湖平原的富庶地区，且有

着较好的教育经历与家学背景，也是公认的在莫斯科的中共“红色理

论家”，而恰恰是他们，构成了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所批评的“教条

派”的主体。

上述的两点延伸讨论都并不构成和本文所论述的算阶级与算账

派的主题直接关联，但是其蕴含的问题意识却是同一脉络的。即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

意识形态作为解决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的这一过程中，包括“阶

级”在内的原本停留在抽象层面的理论概念与意识形态说法究竟如

何完成其“操作化”的过程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哪些革命者成为了

重要的历史担纲者，他们如何理解这些理论？又如何将其转化为具

体的革命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具体经历和历史

处境？这些经历和历史处境又对革命者本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

些构成了我们今天在历史社会学意义上重新检讨早期苏区革命的重

要旨趣。

本文只是选取了土地革命中算账派实践的作为这一个历史侧面

来尝试对上述问题作一回应，而上述两点也都只是从本文的讨论中

所做的粗糙的延伸性的讨论，无论是对于上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斯大林

式统治风格及其对中共组织形态与革命者思想倾向的具体影响，还

是从身份群体角度，在地方文化史意义上就拓展对“江浙同乡会”及

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共党内的派系问题的理解而言，都还需要更为深

入与细致的研究，才能更为深入而丰富地呈现革命的历史图景，也才

能真正拓展我们对这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实践的理解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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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


